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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现实意义及理论启示

金 碚

[摘要]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具有非常深刻的内涵和学术扩展性，从其逻辑基点上可

以延伸出对一系列现实经济问题和经济制度及政策选择的科学思考。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

论奠定了经济分析的逻辑基础， 是可运用于或启发我们观察和研究现实问题的思维方法

和学术源泉， 更是中国在经济发展和体制改革中探索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

一个重要理论基点，也是在发现新现象中展望未来社会发展趋势的重要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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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最重要的内容之一， 即使是学习过政治经济学初

级内容的中学生也都熟悉。 但在面对现实经济时，人们似乎有与其久违之感，像是遥远天际的云朵，
不知与当下是否有关。 其实，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具有非常深刻的内涵和学术扩展性，从其逻辑基

点上可以延伸出对一系列现实经济问题和经济制度及政策选择的科学思考。 本文从几个现实问题

的理论讨论入手，揭示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现实意义和理论启示。

一、 GDP 核算的是什么

宏观经济分析最重要最常用的基本概念之一是 GDP（国内生产总值）。 讨论所有的宏观经济问

题都离不开 GDP 概念及其统计数据的使用。那么，GDP 的经济学性质是什么呢？我们是否总是正确

地运用这一概念及其统计数据呢？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首先论证了商品价值二重性，即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 而商品二重性的根

源则是劳动二重性，即抽象劳动创造价值及其表现形式交换价值，具体劳动创造使用价值及其表现

形式物品有用性。 所以，当我们讨论任何经济活动和经济现象时，首先必须明确其使用价值和价值

（交换价值）关系上的涵义。 关于最常使用的 GDP 概念的涵义，人们往往有很大的误解，以为它是一

个关于价值量（或交换价值量）的核算概念，即核算的是一个经济体在一定时期内创造了多少交换

价值，据此而以为追求 GDP 就是追求（交换）价值增长的成就。 因为，GDP 确实是采用交换价值尺度

（货币单位）核算在市场交换过程中发生的经济活动总量。
其实，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 实际上 GDP 核算的是真实经济量，即经济体在一定时期内所创造

的真实产品和服务的总量，即可以使用的（通常是发生了市场交换的）产出量，而不是其名义量（交

换价值量）。 只是由于真实产品和服务的真实产出量无法加总为一个统计总量指标，所以借用了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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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单位（交换价值量）作为估算工具。 但其实质仍然是核算真实经济量。 所以，核算 GDP 增长时采用

的不是现价而是“不变价格”，所比较的是不同时期内产品和服务的实际产出量。 在国际比较时，还

可以采用“购买力平价”指标，力求尽可能去除交换中的价格因素干扰，更真实准确地核算各国的真

实产出量。 所以，核算宏观经济活动总量时，交换价值量的意义是不大的，只有真实经济量，即使用

价值量才有重要意义。
简言之，GDP 的基本经济学意义是：以交换价值计量单位即货币尺度作为核算工具，估算真实

使用价值量的生产规模总量及其增长。 这似乎很矛盾，但却是其实质所在。 所以，科学认识 GDP，除

了关注其价值量（名义量）表现之外，更重要的是应关注其实质量，特别是要关注同 GDP 密切相关

的真实劳动状况。 ①关注 GDP 的实质量，就要观察和分析构成 GDP 的真实商品和服务的使用价值

性质。 有人估算说，直到 19 世纪中叶（1820 年前后）中国的 GDP 仍占据世界第一位，可以称得上是

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却被经济总量远远小于中国的欧洲“小国”轻松打败。 事情的关键是，此 GDP
与彼 GDP 是完全不同的东西。 “小国”的 GDP 是钢铁、舰船、大炮；“大国”的 GDP 是丝绸、茶叶、瓷

器。 此时计算 GDP 值多少钱，孰大孰小，没有什么意义。 有意义的是，就其使用价值而言，那种“小

GDP”显然强于此种“大 GDP”。②关于关注 GDP 所体现的真实劳动状况，则要观察的，一是整个经济

体的劳动是否充分就业？二是其中多大比例的劳动者能够在合适的岗位上工作？三是创新性劳动的

活力是否得到释放， 即创新性劳动的自由度如何， 是否有条件不断创造出具有新颖使用价值的产

品？ 对 GDP 的核算必须落实于对真实劳动状况的认识和判断，才具有真正的科学意义。
总之，GDP 的重要性并不在于它的（交换）价值总量，那实际上只是一个测量值，最多相当于对

人体身高体重的测量，真实体质与之相关但并非特别重要。 重要的是 GDP 所蕴含的使用价值量与

质的实体性质。 关注 GDP 时切不可颠倒了视角。 对 GDP 认识的偏颇，往往导致对国家经济状况的

判断发生误解，对于现实经济中的价值创造特别是创新性劳动的状况也可能误判，更难以进行正确

的国际比较。 这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及国际比较中的一个特别值得重视的问题。

二、 如何认识产业结构及其演变趋势

以上关于 GDP 的讨论，从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关系上揭示了宏观经济分析的理论基础。 据此

也可以进一步讨论经济结构分析的理论方法。 对国民经济结构进行分析的前提是对经济活动的分

类。 马克思曾将生产活动分为两大部类：生产资料生产与生活资料生产。 从对两大部类比例的分析

研究了社会再生产平衡的条件。 这一方法基于对商品的使用价值性质分类以及与之相关的生产过

程的物质技术特征分类，而从价值量维度进行观察和分析。 这一方法可以延伸运用于从其他角度对

经济活动进行结构性研究。 在工业化初期，物质资料生产是生产活动的主体，所以主要注重农业与

工业、轻工业与重工业之间的比例结构分析。 到了工业化中后期，服务活动也越来越成为重要的生

产活动，因此，第一、二、三次产业划分以及对三次产业的比例结构分析受到更大的重视。 问题是，运

用三次产业分类方法进行结构分析也必须小心地处理其中的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二重含义，否

则很可能陷入对客观过程的误解，导致经济决策的失误。 例如，一个流行的观念是，到了工业化中后

期，第三产业（服务业）比重的提高是经济结构升级的表现，认为发展第三产业可以实现节能环保和

高附加价值，所以在经济政策上一味追求服务业的更快增长，甚至忽视第一、第二产业。 其实，如果

仅从价值量维度进行判断，而忽视对使用价值性质和特征的研究，就会导致许多错觉。
第一，如前所述，宏观经济总量指标是“以交换价值计量单位即货币尺度作为核算工具估算真

实使用价值量的生产规模总量及其增长”，与之相类似，结构性指标是以交换价值计量单位即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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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度作为核算工具估算出的不同真实经济活动之间的比例关系及其变化。 真实经济活动中创造使

用价值的劳动与其产出品的交换价值量的变化趋势是不同的。 一般来说，劳动生产率越高，生产的

产品量即使用价值越多，其单位产出品的交换价值反而越低，即价格更便宜。 其原因就是马克思在

《资本论》中精辟论证了的：“劳动生产力越高，生产一种物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就越少，凝结在该物

品中的劳动量就越小，该物品的价值量就越小。”① 所以，以交换价值单位估算的第三产业比重高，并

不是第一产业尤其是第二产业的产出量减少的结果， 恰恰在很大程度上是第一产业尤其是第二产

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和单位产品价格下降在统计上的表现。 工业化之前的传统经济中，第一产业和

第三产业的比重通常很高，那是第二产业不发达的表现。 在工业化时期，第二产业比重迅速提高，而

到了工业化后期，第三产业比重上升，第二产业比重相对下降，都是第二产业更加发达的表现，而绝

不是第二产业特别是其中的制造业衰落的表现。 只有在发达的第二产业基础上的第三产业发展才

是产业进步和经济发达的表现。
第二，第三产业分为两类：直接服务业和工业化服务业。 前者是指主要由人直接完成的服务劳

动，例如理发、护理等，后者是指主要使用工业产品和工业设备进行的服务劳动。 直接服务业的劳动

生产率通常难以提高，它在产业结构中的比重提高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价格的更快提高，例如理发师

的劳动生产率不会有显著提高，但理发价格 30 年来至少提高了 100 倍。 工业化服务业的发展取决

于工业的发达程度，这类服务业实际上就是工业品和工业设备使用价值的实现过程。 例如，通信业

是通信产品和设备的使用，交通业是交通设备和基础设施的使用，现代金融业的运行也是以工业品

和工业设备的使用为条件的。 可见，第二产业产出品进入市场要完成两次实现过程：首先完成交换

价值的实现，马克思称之为“惊险的跳跃”。 而如果作为工业化服务业的工具，工业产品将在服务业

领域中不断地完成其使用价值的实现。 而它的使用价值实现过程就是第三产业的生产过程和价值

实现过程（服务业的一个特点是生产过程与消费过程同时完成）。 即使像旅游业这样的所谓“无烟产

业”，其实也是工业品以及建筑产品的使用过程。 而且，文化遗产的保护和自然遗产的维护也绝对不

能离开工业的支持。 如果以为离开工业也就可以大力发展服务业，实际上是对商品二重性的无知，
误以为只要在价值形态上有取获就可以实现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 我们甚至可以设想，如果制造业

产品高度智能化，使得其使用价值实现过程可以无人化（例如无人驾驶汽车）和自助化，则工业品就

成为可以自动提供“服务”的产品，此时，“服务业”作为工业品使用价值实现过程的性质就彻底显露

出来。 这种情况离现实已经只有一步之遥了。
第三，马克思的商品二重性理论实际上已蕴含了他对未来社会的预见。 马克思指出：“更多的使

用价值本身就是更多的物质财富，两件上衣比一件上衣多。 两件上衣可以两个人穿，一件上衣只能

一个人穿，以此类推。 然而随着物质财富的量的增长，它的价值可能同时下降。 ”② 只要将这一理论

逻辑贯彻到底，就可以设想，当生产力充分发达，劳动生产率极大提高时，单位商品的交换价值量趋

向于极小，而使用价值量极大增长，从理论逻辑上就可以推论出：只要消除人类对私人“财富”的贪

婪欲望，就可以实现使用价值的按需享用即“按需分配”。那时，私有财产实际上也就没有意义了。那

样的社会离我们还非常遥远，但是，其端倪正在出现，这就是分享经济作为一类产业已经在成长起

来。 例如，互联网的出现，正在使个人使用汽车趋向于成为共享经济，过去只能由富豪高官享用的私

人专车服务也开始走向普通民众：不必拥有，但只要有需，随时可以享用。 现代通信包括移动通信也

已基本共享化，广大低收入者以至“贫困学生”都可以使用。 随着公共服务的发展和均等化，大量的

① 马克思. 资本论（第一卷上）[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第 53 页。

② 马克思. 资本论（第一卷上）[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第 5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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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和服务都可以进入共享经济领域。 例如，最昂贵的物品莫过于文物和收藏品，而博物馆的免费

开放，已使之基本实现了共享化。 所以完全可以设想，在本身具有共享经济性质并为共享经济提供

技术平台的互联网发展的基础上，国民经济中的共享经济成分将成为规模越来越大、范围越来越广

的新产业。 有西方学者称之为“零边际成本社会”的到来①。 其实质就是信息产业和能源产业的高技

术化，导致信息成本和能源成本趋向于极小（能源成本是产品边际成本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同时社

会劳动生产率极大提高。因而使用价值的“享用”替代了对物质财富（价值囤积）的“占有”。而关于占

有与享用（或存在）的关系，将成为人类对自己生存方式和社会进步的重要选择②。

三、 企业追求什么目标

据媒体报道，有记者问华为集团董事长任正非，“华为为什么不上市？ ”任正非的回答是：因为我

们把利益看得不重，就是为理想和目标而奋斗。 守住“上甘岭”是很难的，还有好多牺牲。 如果上市，
“股东们”看着股市那儿可赚几十亿元、几百亿元，逼我们横向发展，我们就攻不进“无人区”了。

其实，任正非并不是“把利益看得不重”，而恰恰是把真实的利益看得很重、很准。 真正把握好了

企业生产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关系。 作为商品生产者的企业，实质上有两个目标：一是创造商品

使用价值，表现为企业的实业目标，即“做事业”。 二是创造交换价值，表现为企业的盈利目标，即“赚

钱”。一般经济学模糊了两者而将其“抽象”为：企业的唯一目标是利润最大化。如果第二个目标与第

一个目标基本一致，也是可以做这样的抽象简化的。 但当这两个目标可能冲突时，企业就面临抉择，
哪个目标第一，哪个目标第二？ 任正非和华为公司强烈倾向于第一个目标。 世界上许多最优秀的企

业，包括一些具有长寿历史的家族企业，很多都是这样。 他们的第一目标是“以自己的事业改变人类

生活”，或者“生产最好的某某产品”。当然，我们也不否认更强调第二目标的企业的正当性。但是，如

果把企业仅仅作为赚钱机器，甚至不过是资本投资的标的物，企业家很快变为投资家和资本家，毕

竟难以做成伟大的企业。
在经济理论基本范畴和学术框架的建构中， 关于经济体的微观经济单元的设定是一个最基本

的问题。通常，将“厂商”或“企业”作为最小单元，并假定这一最小单元是个“黑箱”。只能观察它的投

入与产出，而不需分析其内部。 根据“经济人”假设，经济学认定这个“黑箱”的行为目标是以最小投

入获得最大产出，简言之，企业就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营利组织。 而马克思所设定的经济体的最小

单位即市场“细胞”是商品。商品从 W—W，经过 W—G—W，到 G—W—G′，进而蜕变为 G—G′。 即从

物—物交换，到物—币—物的简单商品经济，到币—物—（币+剩余价值）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进而

产生货币资本自我增殖的虚拟资本扩张现象。在这一演化过程中，关键的蜕变环节一是 W（商品）从

原先为目的变为手段，G（货币）从原先为手段变为目的；二是 W 在经济过程中消失或“省略”，经济

活动成为 G “自娱自乐”的独角戏。
在马克思看来，上述第一个蜕变有历史进步的积极意义，但也批判了其蕴含着的非理性（资本

主义的局限性）。 其实，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也曾指出了这是“人类本性的欺骗”，不过这也

正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强大动力。 而对上述第二个蜕变，马克思更倾向于批判，甚至有所轻蔑，视其为

资本主义衰败的隐患和征兆。 之所以有此倾向是因为，马克思是唯物主义的生产力决定论者，在他

看来，一旦忽视或“省略”了实体经济生产过程，生产力的进步就失去了载体。 这就是现在一些国家

发生的“产业空心化”现象，必然导致创新乏力，经济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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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商品二重性中的任何一面都是不能忽略的。 优秀的实业企业家本能上是生产活动的使用

价值与交换价值二重论者。 一个国家的企业和企业家，如果都只是“一根筋”地追求交换价值，即以

利润最大化为唯一目标，会是一个欣欣向荣和持续发展的经济体吗？ 极端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认为，
盈利最多的企业一定是对社会贡献最大的企业，而无论其生产什么和如何生产。 不论在抽象的理论

推演上是否能论证这一逻辑，但在现实中绝难成为事实。 一个国家的企业和企业家群体，是否能既

做好自己本分的实业，成为行业翘楚；又能获取更多的盈利，成为效益高手，是这个国家经济前途的

决定性因素之一。

四、 是什么捆住了人才的手脚

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企业和社会曾大声疾呼“为企业松绑”。 经济学家蒋一苇曾首创“企业本

位论”。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就是一部使企业独立自主成为市场竞争主体的历史。历

经 30 多年，这一改革目标至今尚未完全达到。 目前的政府改革，仍然着力于简政放权。 发挥市场在

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实际上就是让企业更加自主，让价格体系更加完善。 现在，不仅仍然没有

完全解决企业松绑问题，而且人才松绑也成为突出问题。
最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把《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落到实处，要加快

构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体系，聚天下英才而用之。 要着力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向用人主体

放权，为人才松绑，让人才创新创造活力充分迸发，使各方面人才各得其所、尽展其长。 那么，在一个

理应相信劳动价值论的国家，而且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改革已经 30 多年，是什么捆住了人才的手脚，
而仍然需要大声疾呼“为人才松绑”呢？

第一，由于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核心精神缺乏理解，在现实中，往往将虚拟利益主体误解为实

质利益主体，所谓虚拟利益主体就是制度或法律构建的经济主体，例如，资合性法人组织，它实际上

是法律所构建的民事主体，其法律性实体是“资本”，而且是与自然人利益分割（互不连带）的虚拟

“人”；而实质利益主体就是劳动主体，即作为自然人的劳动者（当然也包括其他非劳动者自然人）。
如果过分强调虚拟利益主体的权利和权力，而把实质利益主体禁锢在虚拟利益主体中，把市场经济

关系误解为可以脱离或忽视实质利益主体（自然人）的“单位”间关系，这就是将自然人完全工具化，
而虚拟主体目标化，忽视自然人的自由度和创新性。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生

产关系是人与人的关系，最重要的是真实的人与人的关系，即使表现为商品交换关系，其实质仍然

是背后的人与人的关系。 如果将现实中的自然人都“物化”为虚拟主体构件，就在体制上捆住了人才

的手脚。 资本主义制度比封建制和奴隶制进步，因而可以极大释放生产力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劳动

者成为自己的主人，可以“自由地”被雇佣，而且是按时间出卖劳动，没有其他人身依附关系，尽管这

种“自由”是由于其“一无所有”。 社会主义制度理应比资本主义制度更进一步，让劳动者更自由些，
而且是更实质性的自由，可以释放更大的生产力。 但现实是，由于种种原因，尽管改革开放以来对劳

动者的限制已经改观很多，但劳动者仍然难以摆脱对“单位”的依附性。 因为，如果离开“单位”，到社

会上办任何事情都障碍重重，生产和生活太缺乏便利性了。 所以不如“情愿”在“单位”中寻求庇护。
第二，虚拟利益主体的财务管理制度中往往体现了过度的“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思维：把

人的劳动关系误认为物—物关系，或钱—物关系；各种制度管死钱物，见物不见人，本质是管死了劳

动，特别是抑制了创造性（创新性）劳动。 例如，以管理行政资金的方式管理科研及其他业务活动的

资金，就是将活劳动捆入死劳动的桎梏中。 似乎存在一种财务幻觉，有些钱是支付给人用的，有些是

支付给物用的。 其实不知，所有的资金只有支付给人用时才是真实的，其他都是虚拟的，物和虚拟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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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马克思. 资本论（第一卷下）[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第 832 页。

② 马克思. 资本论（第一卷上）[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第 191 页。

益主体都没有实际的消费利益，无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 它们并无吃、喝、住、行、用的物质需要，
更没有精神活动。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彻底揭示了经济活动的社会关系本质，站在物背后的利益

主体是人，而在人之前的物只不过是人的利益的物质载体，马克思说，商品如果不能完成“惊险的跳

跃”，摔坏的不是商品（物），而是它背后的人。
顺便提一下， 中国经济为什么会表现出一般经济理论无法解释的储蓄率畸高而消费率很低的

现象？ 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经济制度中存在严重的商品拜物教因素，以及与之直接相关的虚拟利益

主体过于强大，而真实利益主体受到抑制的表现。 如上所述，虚拟利益主体没有消费需要，它们的过

分强大显然具有抑制消费、扩大储蓄的效应。 马克思的商品二重性理论告诉我们：真实消费的只可

能是使用价值，而所储蓄的则更可能是交换价值。 如果虚拟利益主体过度储蓄交换价值，就会压缩

真实利益主体的消费。 这样，整个经济社会运行可能会更倾向于汲取性，而缺乏包容性，即更具有从

劳动者汲取价值而不是更多分享福利的倾向。所以在新发展理念中要特别强调包容即“共享”。因为

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中，归根结底，共享是价值目标所在。
第三，以行政等级方式限制了劳动的自由性。 马克思理想的社会是“自由人联合体”，是“重新建

立个人所有制”①。解放生产力的本质是解放劳动者。而在我们的人才管理体制中却存在严重的无处

不在、无孔不入的“官本位”现象。 行政等级制度有其适用的一定领域，但也难以避免具有所谓“彼得

定律”的局限。 行政等级制度的基本逻辑是：凡工作称职者，即可晋升到上一级，如果称职就可以再

晋升，直到不称职时不再能晋升。 这种以“晋升”作为激励方式的行政等级制度往往导致“不称职均

衡”现象，即各个岗位充斥着大量不称职者：或者“不称职在岗”或者“虽称职但未晋升”，因而心存委

屈不积极工作。 为避免这种现象，有效的等级制行政体制是不能设想让在等级阶梯上攀爬的大多数

人长期停留在没有或很少有晋升希望的同级别岗位上的。 在其他业务领域，如果人才发展的激励方

式也是在行政等级的阶梯上登爬，甚至对于那些实际并不在这一阶梯上的人才也要被“视同”在这

一阶梯上，那么，人才的创造性也就被捆在了行政等级的狭窄阶梯上了。
第四，最重要的一个理论问题是，将法人单位作为利益主体，并假定其“经济人”行为目标，承认

其“以最小投入获取最大产出”即利益最大化行为的正当性时，会遇到一个逻辑冲突的悖论：作为其

组成部分的劳动者是否也是“经济人”，具有“以最小投入获取最大产出（收入）”的正当性？ 如果贯彻

理论逻辑的彻底性，那么，劳动者追求“尽可能少付出而多获取”就是正当行为。 但这显然同法人组

织的经济人假定不符。 所以，企业管理的逻辑是：要使员工非“经济人”化，服从企业法人的“经济人”
目标。 这样，“经济人”假定就成为不彻底的逻辑：只适用于企业，而不适用于员工。 马克思的劳动价

值论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家购买了工人的劳动力，工人就成为与其他投入资源一样的生

产要素，必须服从资本的指挥，实际上已没有了自主的行为目标。 不过，资本主义的进步在于，劳动

者“在让渡自己的劳动力时不放弃自己对它的所有权。 ” ② 而对于未来社会，马克思向往劳动自主的

“自由人联合体”。 那时，劳动不仅仅是生产过程的要素，而是具有自主性的劳动主体。 当我们说“人

才”时，实际上就是依据这样的逻辑，因此必须“为人才松绑”。 也就是要承认人才的自主性，即使

是在法人组织中，也应尊重人才，发挥人才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特别是对于创新性强的岗位或职

业，应赋予人才以更大的自主性。 例如，允许医生“多点执业”，科技人员业余兼职，科学研究以及

企业研发中尊重科技人员的业务自主性等。 当然，人才也不能为所欲为，天马行空，也是“联合体”
中的成员，必须与用人主体的自主性相协调。 况且用人主体本身可能也是人才，即人才使用人才。

金碚：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现实意义及理论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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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管理是否应以“省钱”为目标

在许多的经济管理制度中，往往都有意或无意地将目标设定为“省钱”。 在一般意义上，“省钱”
当然是一种管理手段，体现精打细算的节俭精神和核算原则。 但性质不同的组织是否都要“增收节

支”？ 这是一个需要科学认识的问题。 它涉及经济体系的运行规则和能否更有效地发挥各类组织和

人员的工作效率。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论证了：货币是充当一般等价物的商品，从一般商品中分离出来充当价值

尺度和交换媒介的作用。货币起先同一般商品一样也是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两重性的。后来专门

用作交换媒介，使用价值只是其物质保证；再到后来发展为纸币和各种信用货币，成为充当“流动

性”功能的工具。 货币从使用价值保证的价值体现变为以国家强制和社会信用为保证的流动性工具。
马克思说以贵金属充当的货币可以作为贮藏手段。 在那种情况下“省钱”的实质是对具有使用

价值且价值稳定而易于保存的商品，通常是贵金属的保藏。可以理解为“守财”。但当代货币制度下，
绝大部分的货币是信用货币，“信用货币的自然根源是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 ”“由于充当支付

手段的货币的发展，就必须积累货币，以便到期偿还债务。 随着资产阶级社会的发展，作为独立的致

富形式的货币贮藏消失了，而作为支付手段准备金形式的货币贮藏却增长了。 ”① 此时，如果人们对

于信用货币却仍然抱着“货币幻觉”，以为那也是财富的贮藏，囤积过量的信用货币，实际上就是把

偿债准备金想象成作为物质财富的贮藏货币了。 而不知在当代实行信用货币制度的条件下，“钱”实

质上只是一种索取权（或偿债手段）。 当我们说“省钱”的时候，实际上节省的是“索取权”，或暂时不

行使“索取权”，以致囤积索取权。那么，此时的“省钱”是何真实的经济意义呢？例如：公车使用，省钱

的意义如果是不得索取公车使用权以私用，即禁止属公的货币索取权转为私用，是完全合理的，其

意义在于严禁腐败行为。 但如果是限制索取权“公用”，则是不合理的。 公车公用越多表明公务劳动

越多，如果限制货币索取权的行使变为限制公车公用，实际上就是限制公务劳动。 此时“省钱”并没

有贮藏货币“财富”，也没有节省资源，而是限制劳动过程，其实际的经济意义无非是减少公务劳动

量，或者降低公务劳动的“资本密集度”，最终降低公务劳动效率。
对于创造财富的经济主体例如企业，增收节支是其重要的经营性目标，管理中的省钱意识一定

程度上反映了效率原则。 那么，政府财政是否也要“增收节支”？ 是否意味着政府也有“赚钱省钱”功

能？ 政府“收入”分为两类：一是提供公务服务而获得的收入；二是从其他主体征收的收入（主要是税

收）。前一类收入已有相关法律制度和财政预算规定，显然没有增收目标。后一类收入属于国民收入

再分配，政府可征收多少由财政预算规定，也绝不是“多多益善”。 除了特殊时期之外，如果政府将

“节支”作为日常工作的考核目标，则意味着：要么因没有执行和完成法律和预算规定的工作而未执

行支出预算，或者原本就规定了不该执行或没必要执行的公务；要么是预算不准确（多列了预算经

费），公务活动已执行完成但预算经费大量剩余。 可见，从逻辑上说，设定“节支”目标是以预算不周

为前提的，或者是因为公务业务的调减。所以，节支一般不应笼统地作为政府业绩的考核指标。据人

民网 2016 年 5 月 19 日的报道《九十七亿财政资金趴在账上》一文反映：国家审计署 5 月 17 日发布

的审计公告显示，“对 1 至 2 月份审计发现的影响财政资金统筹使用方面的 78 个问题、156.03 亿元

资金， 审计部门出具了整改建议函督促整改， 截至一季度末， 已整改 74 个问题、 统筹盘活资金

155.28 亿元，尚未整改到位和 3 月份审计发现未及时统筹使用资金 97.08 亿元，审计部门正督促加

快整改”。 这就非常直观地反映了钱“节省”滞留在账上是没有效益的。

① 马克思. 资本论（第一卷上）[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第 146、16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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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政府的“增收节支”意味着，政府也可以像企业那样创造“盈利”，那么政府的经济性质和功

能就被扭曲了。 当前，正在进行的军队改革，全面取消部队和武警的有偿服务，就是一个“拨乱反正”
的举措。 其实，其基本逻辑也适用于政府公务部门。 当然，作为一个发展型政府，有些政府机构也确

实具有一定的类企业性功能，例如进行经济开发等，因而需要进行非财政预算性的财务核算，这样

的情况应同上述的政府核心功能相区分，实行不同的财务制度。
事业单位是另一类提供公共产品的机构，其功能也应区分为两类：一是法定基本功能，纳入政

府财政预算资金管理，不以“增收节支”为目标。 二是发展性创新性功能，其性质是非营利性的，但其

产品是商品性的，即由市场机制决定供求，应实行类似企业的非财政预算性财务核算制度，可在一

定程度上“多多益善”，但不得损害其法定基本功能。
另一个与此相关的重要问题是，即使是对于企业，如果误解了省钱的真实意义和科学内涵，以

省钱至高为目标的管理方式所形成的组织文化，往往会将劳动者以至整个组织管进细织密纺的“钱

袋”里，甚至以算计钱的方式来“规范”业务行为，难免削足适履。 这样的组织通常没有多少生气。 而

任正非和华为集团的企业模式和管理制度在钱上是“大气”的，他们不想因股票上市而被那些从股

市上圈来的钱捆住了手脚。 所以，注定成为一个生龙活虎的企业。

六、 究竟是什么决定着劳动报酬标准

在中国现行的收入分配制度中有一个奇异的现象：按一定的职业和身份分类规则，被认为特别

重要职业的收入水平往往显著低于国际同类职业的收入水平。 而被认为不那么重要的一般职业则

同国际水平反倒比较接近。 例如，中国公立医院医生看病的收入（指体制内正常收入）低于宠物兽医

的收入，即给人看病的收费低于给宠物看病的价格。 似乎越是“为人民服务”、“人命关天”的职业就

应该规定较低收入。 其逻辑是：由于人的生命太重要，病人把生命托付给医生，即使没有支付能力，
医生也必须治病救人。这没有错。进一步的逻辑推演是：医生不能因救人命而“赚钱”，理应不能计较

报酬。 这似乎也不很错。 再进一步的逻辑就是：医德必须高尚，有社会责任感，“价廉物美”的医生是

社会的要求，医生低收入是“众望所归”，决不能让患者“看病难，看病贵”。 而给宠物治病就不同了，
动物的生命毕竟没有人重要，而且，养得起宠物的人也付得起钱。 价格高些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的两厢情愿，公平交易，“市场决定”。与医生低收入类似的情况，在中国比比皆是。大体上是，越重要

因而越“体制内”性质的职业，收入水平同国际差距往往越大。 这种现象有的是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

来的，历经 30 多年改革（这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改革期了）还没有转轨成功；有的是

社会观念主导的，民意倾向于：“价廉物美，最好免费”心理；有的是虽然正式收入标准低，但“明低暗

补”或“体制内低体制外补”，低收入标准附带着规范或不规范的“客观矫正”机制。
这样的制度是否合理？ 尽可以争辩。 而按照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劳动报酬的决定因素主要有

三个：一是劳动者（及其家庭）的生产和再生产的成本；二是劳动的复杂程度，尤其是具有创新性的

复杂劳动报酬应是普通劳动的数倍；三是劳动供求状况，即劳动力价格也同一般商品相类似，受供

求关系影响，围绕价值上下波动。当然，现实制度中还应包括劳动激励因素。即根据劳动者的实际贡

献，调节其报酬水平。 而如果制度逻辑是：重要的工作应该或必须低收入，实际上就是抑制重要工

作，“价廉”难以“物美”，而激励了不那么很重要的工作。 其实，在收入分配制度上，区分劳动和职业

性质的“重要”和“不重要”，本身就是不科学的。 按照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交换和分配的价值计量

依据的是“抽象劳动”而不是“具体劳动”。 而似是而非的道德干预甚至道德绑架，往往导致事与愿违

的结果：例如医疗体制就从“人命很重要”出发，却蜕变为实质上低估人命。

金碚：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现实意义及理论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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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只要按照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科学思维进行彻底的逻辑推演就可以看到：不仅价值是人

而不是物所创造的，而且所有的货币支付都是给人的，而不是给物的。 所以，归根结底，所发生的一

切都是人所付出的劳动之间的交换，而并不是钱—物之间的关系，相反，钱—物之间的交换，只有体

现了劳动交换（即劳动分工），实现劳动创造价值的收入分配原则，才体现劳动报偿的真实意义。 这

就可以解决困扰着人们的体制问题（也是社会文化问题）：为什么医生提供治疗服务必须低价，而药

品和仪器却可以高价，且还有能力“养医”？ 难道医生劳动创造的价值养不活或养不好自己？ 为什么

支付给“人”时如此吝啬，支付给“物”时却可以慷慨？ 其实如前所述，“物”根本就不是真实利益主体，
真实利益主体仍然是其背后的“人”。 所以，这实际上是对不同的人实行不同的劳动报酬标准制度。
那么，社会报酬体制为什么要这样“双轨”呢？ 将其理顺不是可以解决许多不合理现象吗？

与之相关，中国现行收入分配体制的另一个突出缺陷是，行政性的“身份”分类意识过于强烈。
人与人之间存在各种差别，从任意的标准都可以进行身份的一定分类。 如果按照不适当的身份分类

作为收入分配的依据，就会扭曲分配体制，制约人才发挥积极性和创造性。 在中国，由于“官本位”的

现实难以改变，行政性的身份分类居主导地位，使得在其他国家成为重要智力资源的大量高素质人

才及经验丰富人才，被官本位的身份分类原则阻止于人才供应体系之外，或限制了其活动空间，浪

费和闲置了大量的社会人才资源。 例如，现在国家要求大力进行智库建设，但智库的组建与智库活

动受到行政性的人才身份分类制度的严重制约，难以按科研规律发挥功能。 所以，改革和完善收入

分配制度是实现人才发展战略的主要内容之一。

七、 结语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奠定了经济分析的逻辑基础。 它不是教条，而是可运用于或启发我们观察

和研究现实问题的思维方法和学术源泉；更是中国在经济发展和体制改革中，探索建立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经济理论的一个重要理论基点；也是在发现新现象中，展望未来社会发展趋势的重要启示。

Practical Significance and Theoretical Enlightenment of Marxist
Labor Theory of Value

JIN Bei
（Institute of Industrial Economics CASS）

Abstract： Marxist labor theory of value has a profound connotation and academic expansibility. A series of
scientific thinking on economic problems， economic system and the policy choice can be extended on its logic
basic point. Marxist labor theory of value has laid a logical foundation of economic analysis. It is a thinking
method and academic source which can be used in observing and studying real problems or inspire us to use it in
such things， and it is also an important theoretical basis of explor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economic theory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ystem reform. It has an important
enlightenment of the social development trend in the process of discovery of new phenome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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